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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水平与社会距离对信任投资的影响： 

来自行为与 ERPs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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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承诺水平和社会距离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本研究在承诺者(朋友和陌生人)做出高水

平(vs.低水平)的承诺后, 要求被试选择是否信任对方, 同时记录决策时的行为及神经反应。行为结果发现, 相较于

陌生人, 当承诺者为朋友时被试会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 且其信任行为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然而, 当承诺者是

陌生人时,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比高水平承诺条件下表现出更高的信任行为。脑电结果发现, 高水平承诺比低

水平承诺诱发了更大的 P2 波幅。此外,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N2 和 P3 波幅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比高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N2 波

幅更负, 但高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P3 大于低水平承诺条件。这些结果说明,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人们的信任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 然而,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个体的信任行为是出于自我和朋友的共同利

益的考量。 

关键词  承诺水平, 社会距离, 信任决策, 合理信号理论, 事件相关电位(E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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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信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

促进人类社会合作与团结, 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 

在个体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关键作用

(Aimone & Houser, 2012; Baumgartner et al., 2008)。

信任是指在社会不确定的情境下, 个体愿意承担一

定的风险将自己的资源交给对方处置, 是一种涉及

风 险 与 回 报 的 投 资 行 为 (Mayer et al., 1995; 

Thielmann & Hilbig, 2015; Wang et al., 2016; 付超 

等, 2018)。信任博弈任务(Trust Game, TG)可以有效

地测量人们的信任行为与信任认知, 因而实验室经

常采用信任博弈任务来探究与分析人类的信任行

为(Li et al., 2017; Ma et al., 2015; Thielmann & 

Hilbig, 2015)。信任博弈任务包括投资者(信号接受

者)和投资对象(信号者)两个角色, 投资者可以选择

是否向投资对象投资一定的本金, 如果选择向投资

对象投资, 投资者和投资对象均有机会获得更多的

钱, 但投资者也可能失去本金; 如果选择不向投资

对象投资, 那投资者保留本金, 投资对象没有机会

获得钱(Berg et al., 1995; 杨雪 等, 2021)。 

合理信号理论(Rational Signal Theory)认为信

号接受者对不同信号的感知合理性是不同的, 他们

会判断信号者所发出的信号是真实、合理、可靠的

信号(In-formative signal), 还是信号者为了赢得信

任而发出的诱骗信号(Deliberately misleading signal) 

(Bacharach & Gambetta, 2001; Connelly et al., 2011; 

Cuddy et al., 2007)。在人际互动中, 信号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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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语 及 行 为 是 重 要 且 较 为 常 见 的 信 号 (Chen & 

Houser, 2017; Cuddy et al., 2007)。其中, 承诺是一

种积极的言语信号 , 它使个体产生更积极的期望 , 

是建立和维持信任与合作等亲社会联结的重要途

径(Chen & Houser, 2017)。实证研究表明, 相较于无

承诺条件, 个体在对方做出承诺的条件下会表现出

较高的信任行为(Ma et al., 2015; Montes & Zweig, 

2009)。此外, 研究发现信号接受者对不同水平的承

诺 信 号 的 感 知 合 理 性 是 存 在 差 异 的 (Evans & 

Krueger, 2011, 2016; 杨雪 等, 2021)。例如, 杨雪等

(2021)采用信任博弈任务探讨承诺水平对信任行为

的影响, 结果发现, 投资者认为履行高水平的承诺

需要承诺者付出较大的利益, 因此他们认为高水平

的承诺可能是诱导投资者信任的、伪装的、不合理

的信号; 相反, 低水平的承诺是更加真实的、可靠

的、合理的信号, 因而相较于低水平承诺, 投资者

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倾向于预期对方会欺骗自己, 

进而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研究仅仅探讨承诺水平对

信任行为的影响, 还尚未有研究直接探讨信号者与

信号接受者(投资者)的社会距离在承诺水平对信任

行为的影响中所起作用(Etang et al., 2011; Ismayilov 

& Potters, 2016; 杨雪 等, 2021)。更重要的是, 目

前还尚未清楚不同社会距离的个体做出不同水平

的承诺后, 信号接受者对不同水平的承诺信号的感

知合理性是否存在差异。前人研究发现, 信号者与

信 号 接 受 者 的 社 会 距 离 会 影 响 人 们 的 信 任 决 策

(Etang et al., 2011; Tanis & Postmes, 2005; 辛自强, 

辛素飞, 2014)。相较于社会距离较远的他人, 人们

对社会距离较近的他人更加信赖, 对其表现出更高

的信任行为 (Binzel & Fehr, 2013; Brewer, 2008; 

Platow et al., 2012)。例如, Binzel 和 Fehr (2013)的

研究发现, 人们在信任博弈中更多地向朋友而不是

陌生人投资, 对朋友的信任行为大于陌生人。辛自

强和辛素飞(2014)的研究发现仅仅通过社会身份线

索增加互动双方的相似性, 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就

可以增加个体对他人的可信性评价。由此可见, 社

会距离在信任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 

现实生活中, 一个投资者往往会面对许多的投

资对象, 而且这些投资对象与投资者之间的社会距

离有近有远, 人们不可能只与自己熟识的朋友互动, 

也不可能永远只与完全陌生的个体进行交易, 投资

对象在投资之前往往会做出不同水平的承诺。换句

话说, 承诺水平与社会距离同时存在于信任博弈或

信任行为中, 单独考察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可信性

评判及是否信任他人选择, 势必会妨碍我们对信任

行为的深入认识。一方面, 在涉及承诺水平的信任

行为中, 承诺者违背承诺尤其是违背高水平的承诺

意 味 着 他 们 可 以 获 得 较 大 的 利 益 (Charness & 

Dufwenberg, 2006; 杨雪 等, 2021)。另一方面, 与

社会距离有关研究发现, 人们认为朋友总是值得信

赖的, 即使在背叛或伤害自己可以帮助朋友获得较

高收益的情况下, 他们的朋友也不会做出背叛他们

的行为(Binzel & Fehr, 2013; Yuki et al., 2005; 张希 

等, 2019)。由此可知, 社会距离与承诺水平可能会

共同影响人们对承诺者的可信性评判及信任选择, 

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人们对社会距离较近的朋友

可能会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然而, 关于承诺水

平与社会距离如何交互影响信任行为还尚未清楚, 

尤其是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研究发现, 利用高时间分辨率的事件相关电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可以很好地揭示

信任行为的时间进程, 因此我们将采用 ERP 技术

探 讨 承 诺 水 平 和 社 会 距 离 对 信 任 行 为 的 影 响

(Boudreau et al., 2009; Ma et al., 2015)。根据前人研

究我们主要关注 P2、N2 和 P3 这些 ERP 成分。其

中, 前额叶的 P2 是在刺激呈现后大约 150~250 ms

左右出现的一个正波。前人研究发现, P2 与刺激或

决策任务的注意力分配有关(Bar-Haim et al., 2005; 

Carretié et al., 2001), 决策过程中, 个体对刺激或

决策任务投入的注意资源越多, 所诱发的 P2 波幅

越大(Hu & Mai, 2021; Li et al., 2021)。N2 是在 P2

之 后 出 现 在 前 额 叶 区 的 负 波 , 它 在 刺 激 呈 现 后

200~350 ms 内达到峰值(Folstein & Van, 2008; Veen 

& Carter, 2002)。研究发现 N2 主要与认知控制、冲

突检测和反应抑制有关, 高冲突的决策情境比低冲

突的决策情境诱发了更负的 N2 成分(Cui et al., 

2018; Zhan et al., 2020)。P3 是出现在中后部脑区的

正 波 , 在 刺 激 呈 现 后 300~500 ms 内 达 到 峰 值

(Nieuwenhuis et al., 2005)。P3 通常与注意资源分配

及亲社会动机和信任动机联系在一起, 个体对刺激

或决策所产生的亲社会动机和信任动机越强, 其诱

发的 P3 波幅就越大(Li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17; 王益文 等, 2017)。例如, Wang 等(2017)的研

究发现人们更关注有社会价值的信任行为, 他们做

出信任决策比做出不信任决策诱发了更大的 P3 波幅。 

根据上述研究, 我们预期社会距离会调节承诺

水平对信任行为的影响(杨雪 等, 2021; 张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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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这一影响体现在 N2 和 P3 波幅上(Blue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 Ma et al., 2015; Wu et al., 

2011)。目前还尚未有研究发现社会距离对信任行

为的影响体现在 P2 波幅上, 但前人研究发现, 承

诺对信任行为的影响体现在 P2 波幅上(Boudreau  

et al., 2009; 舒尹卓, 2011)。P2 与个体对刺激或决

策任务所投入的注意资源有关(Chen et al., 2011; Li 

et al., 2021)。在当前研究中, 高水平的承诺意味着

自我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 因此我们假设相较于低

水平的承诺, 被试对高水平承诺会投入更多的认知

资源, 诱发更大的 P2 波幅。值得注意的是, 信任是

一种涉及风险与回报的投资行为(Evans & Krueger, 

2009; Thielmann & Hilbig, 2015)。被背叛的风险及

可能获益的大小会共同影响信任的认知加工过程

(van den Bos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17)。更负的

N2 波幅与较强的认知冲突有关(Cui et al., 2018; 

Folstein & Van Petten, 2008), 而较大的 P3 波幅与较

高的亲社会动机和信任动机有关(Li et al., 2022; 付

超 等, 2018)。面对社会距离较远的陌生人, 人们会

更 关 注 自 我 利 益 (Binzel & Fehr, 2013; Tanis & 

Postmes, 2005)。在当前研究中, 高水平承诺条件下

个体自我可能获益较大, 但此条件下陌生人兑换承

诺的可能性较小 , 被试面临较高的被背叛的风险

(杨雪 等, 2021)。然而, Foster 等(2009)的研究发现, 

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愿意承担

较高的风险。这种为了较高利益而愿意承担风险的

倾向可能使被试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做出信任行

为时所体验到的认知冲突较小(Wang et al., 2017), 

诱发更小的 N2 波幅; 且个体这种愿意为了高利益

而愿意冒险的倾向也会使得他们在做出信任行为

时的动机更强, 所诱发的 P3 波幅更大。相反, 低水

平承诺条件下陌生人兑换承诺的可能性较大, 被背

叛的风险较小 , 个体倾向于做出更多的信任行为

(杨雪 等, 2021)。然而, 低水平承诺条件下对陌生

人做出信任行为仍然是将自己置于一定的风险中, 

且被试的可能获益较小(Thielmann & Hilbig, 2015; 

Wang et al., 2017), 这可能使他们在此条件下做出

信任行为时体验到较大的认知冲突和更小的信任

的动机。因此 , 我们假设 ,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比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

做出信任行为所体验到的认知冲突更大, 所诱发的

N2 波幅也更负; 且被试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比低

水平的承诺时的信任行为的动机更强 , 所诱发的

P3 波幅则更大。然而, 个体更信赖朋友, 倾向于认

为朋友不会因为利益而背叛他们, 且在社会互动中

个体会关心自己和朋友的共同利益(Binzel & Fehr, 

2013; 张希 等, 2019)。因此我们假设, 与陌生人相

比,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人们都愿意做出更多的信

任行为, 且其信任行为及所诱发的 N2 和 P3 波幅上

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利用 G*Power 3.1 对样本量进行估计, 保证中

等效应量(f = 0.25)的前提下需要招募被试 24 名

(Faul et al., 2007)。实际招募 40 人, 其中有 2 名被

试因为头动等伪迹太多而被剔除, 剩余 38 名被试, 

38 名被试在每种条件下信任次数的范围及平均数

见表 1 (Li et al., 2020)。这 38 名被试中有 6 名被试

因为某种条件下用以分析的信任试次数小于 20 而

被删除, 剩余 32 名被试的数据用于分析, 其中女生

19 人 , 年龄范围在 18~22 岁之间 , 平均年龄为

20.72 ± 2.10 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无精神疾病

或神经症病史, 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此外, 实

验前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获得了湖南师

范大学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审查编号：

2022-263)。 
 

表 1  38 名被试在每种条件下信任次数的范围及平均数 

条件 信任次数的范围 
信任次数的 

平均数(M ± SD) 

朋友低水平承诺 44~149 118.74 ± 29.45 

朋友高水平承诺 42~150 117.08 ± 28.55 

陌生人低水平承诺 8~150 97.55 ± 38.53 

陌生人高水平承诺 4~133 70.24 ± 35.96 

 
2.2  刺激与程序 

2.2.1  社会距离的操作 

在信任博弈任务中, 通过呈现当前试次承诺者

的名字(即朋友和陌生人)来操作社会距离。实验之

前让被试分别提供的一个“频繁且稳定交往了 3 年

以上的同性别的好朋友”的名字和电话, 之后实验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到被试的朋友, 并让被试在

同一时间和朋友一起来实验室参与实验。被试来到

实验室后让其等待另外一名被试, 实际上另一名陌

生被试由实验室另一名工作人员充当, 但被试并不

知情。而后, 主试将被试、他的朋友及陌生人分别

带到各自的房间, 在实验之前要求被试填写《自我

中包含他人量表》(Inclusion of Others in the Self, 



1862 心    理    学    报 第 55 卷 

 

简称 IOS)来评定自我与目标他人之间的亲密程度

(Aron et al., 1992)。 

2.2.2  任务与程序 

被试作为投资者参与一个包含投资者与受托

者两个角色的投资博弈任务(Berg et al., 1995; 杨

雪 等, 2021)。实验开始前, 我们告知被试实验中他

们需要作为投资者, 与他们的朋友以及另一名来参

与实验的同学(投资对象或受托者)一起完成一个包

含多个轮次的博弈游戏, 被试需要根据受托者给出

的承诺来决定是否投资。承诺水平根据以往研究划

分为高、低两种水平, 其中低水平承诺为受托者承

诺返还给投资者资金低于自身所得 (返还所得的

30%, 12 元), 而高水平承诺为受托者承诺返还给

投资者资金高于自身所得(返还所得的 70%, 28 元) 

(Baumgartner et al., 2009; Ma et al., 2015; 杨雪 等, 

2021)。 

另外, 实验之前我们还会告知被试他们作为投

资者在游戏的每一回合都会被给予 10 元本金, 然

后他们的朋友或另一个实验者会给出相应的承诺, 

而被试需要根据对方的承诺来决定是否将本金投

资给受托者。如果决定不投资, 那投资者即被试可

以保留这 10 元的本金, 受托者将没有机会得钱, 当

前回合结束并开始新的一轮。如果决定投资, 本金

将翻 4 倍(40 元)转给受托者, 受托者决定是否遵守

承诺将之前承诺的钱数返还给投资者, 如果受托者

遵守承诺 , 则投资者和受托者分别获得相应钱数; 

反之, 如果受托者不遵守承诺, 则受托者获得 40 元, 

而投资者将获得 0 元。例如, 当受托者承诺返还 28

元给投资者时, 如果投资者选择不投资, 那他可以

保留 10 元本金, 受托者没有机会得钱, 投资结束。

如果投资者选择投资, 则 10 元本金翻 4 倍, 变成 40

元给受托者, 此时如果受托者选择兑换承诺, 则投

资者可以获得承诺的 28 元, 而受托者可以获得 12

元; 然而, 如果受托者不兑换承诺, 受托者则可以

获得 40 元, 而投资者则获得 0 元。我们会告知被试, 

他们作为投资者需与朋友及另一个实验者(陌生人)

完成多轮的投资博弈任务, 最后电脑会从众多轮次

中随机抽取一个轮次的结果兑换成他们以及他们

的朋友和陌生人的报酬, 他们的总报酬等于 20 元

的基本报酬加上在投资博弈任务中所兑换的报酬。 

本实验 4 种条件各包含 150 个试次(trials), 整

个实验总共 600 个试次, 共 6 个组块(blocks), 4 种

条件混合随机呈现, 整个实验持续约 60 分钟, 每间

隔 10 分钟休息一次。每一试次, 首先呈现 300 ms

的“+”注视点和 1000 ms 的匹配界面, 提醒被试开

始新一回合投资且电脑后台正在匹配此轮的受托

者。接着, 呈现受托者姓名 2000 ms; 随后是 1000 ms

的黑屏, 再呈现包含受托者所选择的承诺水平的投

资界面(承诺返还给你 12 元或 28 元), 呈现时间为

4000 ms, 在此界面, 投资者需根据对方的承诺水

平来决定是否投资 , 选择投资按“F”键 , 选择不投

资按“J”键, 按键在被试间之间进行了平衡。按键选

择后呈现 1000 ms 的黑屏, 之后将被试的按键选择

标红呈现 1000 ms; 最后, 被试评定对方返还承诺

钱数的可能性(信任认知), 采用“1 根本不可能”到

“9 非常有可能”的 9 点李克特等级评定(见图 1)。

需要说明的是, 实际上所有受托者的承诺水平都由

程序预先设定, 但被试对此并不知情。 

2.3  数据记录与分析 

按照国际 10-20 系统扩展的 64 导电极帽记录

EEG (ANT Neuro, Enschede, Netherlands)。在线记

录时以 CPz 点为参考电极, 离线后转双侧乳突为参

考电极 , 同时在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

(HEOG), 在左眼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

滤波带通为 0.05~70 Hz, 采样频率为 500 Hz/导, 头

皮阻抗< 5 kΩ。采用 MATLAB2014a 软件以及

EEGLAB14.1.1 工具箱对数据进行离线分析, 将数

据滤波, 滤波参数为 0.1~30 Hz。采用 ICA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分 析 剔 除 眨 眼 和 动 作 伪 迹

(Delorme & Makeig, 2004; Plöchl et al., 2012)。同时, 

我们检查了整个 EEG 数据, 剔除了较大的肌电、眨

眼、心电伪迹等高噪音试次、以及含有极端值的试

次, 极端值的剔除标准为± 80 μV。ERP 分析的时程

为投资决策选项呈现前 200 ms (作为基线)到呈现

后 800 ms。信任是一种亲社会行为, 根据前人的研

究, 我们叠加被试选择信任这种条件下的 ERPs 波

形图(Li et al., 2020)。此外, 为了确保每种条件下信

任行为的叠加试次和信噪比的一致性, 基于前人的

研究(Daniel et al., 2009; Li et al., 2020; 付超 等, 

2018), 每名被试都以信任试次数量较小的条件为

基准, 从另一种条件随机抽取相同数量的试次进行

叠加, 最终 4 种条件下的平均有效试次为：73.81 ± 

25.86。最后平均所有被试的 ERPs 得到总平均图。  

在 ERP 数据上, 结合本实验的全脑地形图、实

验目的和前人的 ERP 研究结果(Wang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6; 付超 等, 2018)。我们在前额部和

额中部脑区观察到较为明显的 P2 (210 ~ 280 m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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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任博弈任务单个试次的实验流程图 
 

N2 (290 ~ 350 ms)成分, 因此我们选取该脑区的 9

个电极点(F3, Fz, F4, FC3, FCz, FC4, C3, Cz, C4)的

平均值来对 P2 和 N2 成分进行分析。其次, 我们在

中部、顶中部和顶部脑区观察到较为明显的 P3 (350 ~ 

450 ms)成分, 因此我们选取该脑区的 9 个电极点

(C3, Cz, C4, CP3, CPz, CP4, P3, Pz, P4)的平均值来

对 P3 成分进行分析。我们对这些 ERP 成分的平均

波幅进行了 2 (社会距离：朋友、陌生人) × 2 (承诺

水平：高、低)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所有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均采用 SPSS 26.0 (IBM Corp., 

Armonk, NY, USA)软件来完成, 统计结果在非球形

时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 p 值, 多重比较

采用 Bonferroni 法校正。 

3  结果 

3.1  操作检验结果 

社会距离的操作检验结果。被试与朋友认识的

平均年限为 3.37 年, 此外, 对 IOS 量表得分进行配

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t (31) = 20.26, p < 0.001, Cohen’s d = 4.83, 朋友的

IOS 得分(M ± SD = 5.22 ± 1.10)显著高于陌生人的

IOS 得分(1.16 ± 0.45)。此结果表明社会距离的操作

是有效的。 

3.2  行为数据结果 

(1)信任行为和信任认知 

本实验区分了信任决策中的信任行为和信任

认知, 探讨了承诺水平及社会距离对信任行为及信

任认知的作用(杨雪 等, 2021)。我们对被试选择信

任的比率(信任行为率)及被试认为对方返还承诺钱

数的可能性(信任认知)进行 2 (社会距离：朋友、陌

生人) × 2 (承诺水平：高、低)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发现 , 在信任行为率上 , 承诺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 

F(1, 31) = 4.51, p = 0.042, η2
p = 0.13, 低水平承诺条

件下(72.22% ± 3.19%)被试选择信任的比例显著高

于高水平承诺条件(65.31% ± 2.75%)。社会距离的

主效应差异显著, F(1, 31) = 29.96, p < 0.001, η2
p = 

0.49, 相较于承诺者是陌生人(57.25% ± 3.58%), 当

承诺者是朋友时被试选择信任的比例会更高(80.28% 

± 2.91%)。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31) = 8.53, p = 0.006, η2
p = 0.22。简单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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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现 , 当 承 诺 者 是 朋 友 时 , 高 水 平 承 诺 条 件

(80.97% ± 3.36%) 和 低 水 平 承 诺 条 件 (79.59% ± 

3.01%)下被试选择信任行为的比例无差异, F(1, 31) 

= 0.28, p = 0.600;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低

水平承诺条件下(63.47% ± 4.49%)被试选择信任的

比例显著大于高水平承诺条件(51.03% ± 4.04%), 

F(1, 31) = 7.16, p = 0.012, η2
p = 0.019 (见图 2A)。 

在信任认知上, 承诺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31) = 21.02, p < 0.001, η2
p = 0.41, 低水平承诺条件

下(6.52 ± 0.17)的信任认知显著高于高水平承诺条

件(5.78 ± 0.17)。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1, 31) = 

49.86, p < 0.001, η2
p = 0.62, 相较于承诺者是陌生人

(5.25 ± 0.16),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被试会表现出较

高的信任认知(7.05 ± 0.23)。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的

交互作用显著, F(1, 31) = 21.83, p < 0.001, η2
p = 

0.4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高、

低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F(1, 

31) = 8.06, p = 0.008, η2
p = 0.21,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

条件下(7.28 ± 0.23)的信任认知显著大于高水平承

诺(6.82 ± 0.24);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高、低水平

承诺条件下信任认知的差异程度更大, F(1, 31) = 

31.49, p < 0.001, η2
p = 0.50, 低水平承诺条件下

(5.76±0.17)的信任认知显著大于高水平承诺条件

(4.75 ± 0.20) (见图 2B)。 

(2)决策时间 

对决策时间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社会

距离的主效应差异显著, F(1, 31) = 11.95, p = 0.002, 

η2
p = 0.28, 相较于承诺者是朋友(1149.96 ± 72.82 ms),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被试的决策时间更长(1239.89 ± 

70.54 ms)。承诺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1) = 

1.65, p = 0.209。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 F(1, 31) = 0.71, p = 0.407。 

3.3  ERP 结果 

(1) P2 (210 ~ 280 ms) 

对 P2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承诺水平

的主效应显著, F(1, 31) = 7.44, p= 0.010, η2
p = 0.19, 

高水平承诺(5.40 ± 0.66 µV)所诱发的 P2 波幅显著

高于低水平承诺(4.34 ± 0.68 µV)。社会距离的主效

应不显著, F(1, 31) = 0.09, p = 0.770。社会距离和承

诺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31) = 0.95, p= 0.338 

(见图 3)。 

(2) N2 (290 ~ 350 ms) 

对 N2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承诺水平

的主效应显著, F(1, 31) = 6.54, p = 0.016, η2
p = 0.17, 

低水平承诺(−0.17 ± 0.59 µV)所诱发的 N2 波幅比

高水平承诺(1.01 ± 0.57 µV)所诱发的 N2 波幅更负。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 , F(1, 31) = 0.06, p = 

0.805。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31) = 4.67, p= 0.039, η2
p = 0.1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高水平承诺(0.19 ± 0.67 µV)和

低水平承诺(0.74 ± 0.55 µV)所诱发的 N2 波幅差异

不显著, F(1, 31) = 1.31, p = 0.261; 然而, 当承诺者

是陌生人时, 高、低水平承诺所诱发的 N2 波幅差

异显著, F(1, 31) = 8.89, p = 0.006, η2
p = 0.22, 低水

平承诺(−0.54 ± 0.64 µV)所诱发的 N2 波幅比高水平

承诺(1.27 ± 0.69 µV)所诱发的 N2 波幅更负(图 3)。 

(3) P3 (350 ~ 450 ms) 

对 P3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承诺水平

的主效应显著, F(1, 31) = 9.25, p = 0.005, η2
p = 0.23, 

高水平承诺(1.79 ± 0.34 µV)所诱发的 P3 波幅显著

高于低水平承诺(0.77 ± 0.41 µV)。社会距离的主效

应不显著, F(1, 31) = 1.34, p = 0.256。社会距离和承 

 

 
 

图 2  各实验条件下信任行为的比例及信任认知的主观评分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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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实验条件下信任行为在 Fz 与 FCz 点诱发的脑波形图(A)以及脑地形图(B)以及各个实验条件下的平均波幅(C) 

 
诺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31) = 4.96, p = 0.033, 

η2
p = 0.1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高水平承诺(1.74 ± 0.35 µV)和低水平承诺(1.18 ± 

0.43 µV)所诱发的 P3 波幅差异不显著, F(1, 31) = 

2.05, p = 0.163;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高、低

水平承诺所诱发的 P3 波幅差异显著, F(1, 31) = 

13.96, p = 0.001, η2
p = 0.31, 高水平承诺(1.84 ± 0.42 µV)

所诱发的 P3 显著大于低水平承诺(0.35 ± 0.48 µV) 

(见图 4)。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 ERP 技术探究承诺水平与社会距

离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及其时间加工进程特点。行为

结果发现,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人们表现出较高的

信任行为且其信任行为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人们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比

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表现出更高的信任行为。脑电

结果发现, 高水平承诺比低水平承诺诱发了更大的

P2 波幅。更重要的是,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高、低

水平承诺所诱发的 N2 和 P3 波幅差异不显著。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的

信任行为比高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所诱发

的 N2 波幅更负, 但高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

比低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P3 波幅

更大。这些结果说明, 人们更相信朋友的承诺, 对

朋友表现出更高的信任行为, 且其信任行为不受承

诺水平的影响; 而对陌生人的信任则更多的受到承

诺水平的影响。此研究为揭示承诺水平与社会距离

如何共同影响信任行为及其加工的时程特点提供

了实证依据。 

4.1  社会距离调节了承诺水平对信任行为和信

任认知的影响 

根据前人研究(Sapienza et al., 2013), 本研究

明确区分了信任决策中的信任认知和信任行为。行

为结果发现, 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会同时影响信任

行为和信任认知。具体来说, 在信任认知上, 相较

于承诺者是陌生人,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被试的信任

认知(更相信对方会返还承诺的钱数)更高; 且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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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实验条件下的信任行为在 CPz 与 Pz 点诱发的脑波形图(A)以及脑地形图(B)以及各个实验条件下的平均波幅(C) 

 
承诺者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

下的信任认知都大于高水平承诺条件, 只是当承诺

者是陌生人时这种差异的程度更明显。在信任行为

上,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被试在高、低水平承诺条

件下的信任行为无差异。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

时,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显著大于

高水平承诺条件。此结果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Ma et al., 2015; Tanis & Postmes, 2005; 杨雪 等, 

2021)。例如, 杨雪等(2021)关于陌生人单轮信任博

弈的研究发现, 承诺水平会影响投资者对信号的感

知合理性, 投资者认为承诺者做出高水平承诺可能

只是为了诱骗他们投资, 是一种不合理的诱骗信号, 

实际上他们不太可能遵守此承诺, 这降低了投资者

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认知及信任行为; 相反, 

投资者认为低水平的承诺才是合理可靠的信号, 在

低水平承诺条件下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认知和信任

行为。然而, 人们与朋友有更强的情感连接, 认为

即使背叛能够帮助朋友获得更多利益的情景下, 朋

友也不太可能做出背叛或伤害他们的行为(Binzel 

& Fehr, 2013; Silk, 2003; 袁博 等, 2014)。在当前研

究中, 被试可能相信他们的朋友不会为了利益而违

背承诺。因此 , 无论是低水平还是高水平的承诺 , 

被试都认为朋友的承诺是合理的、可靠的, 对其表

现出较高的信任认知和信任行为。上述结果说明, 

不仅承诺水平会影响投资者对信号的感知合理性, 

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会共同影响投资者对信号的

感知合理性。具体来说, 如果承诺者是朋友, 无论

是高水平承诺还是低水平承诺, 投资者都认为这些

承诺是合理的、可靠的信号。然而, 如果承诺者是

陌生人, 投资者则会认为低水平的承诺是一种合理

的、可靠的信号, 而高水平的承诺是一种不合理的、

诱骗的信号。这些结果也说明, 较近的社会距离可

以缓解高水平承诺对信任行为的负面影响, 这也进

一步证明了在信任行为中探讨社会距离对承诺水

平的作用是必要的。 

4.2  承诺水平影响了个体在半自动化加工阶段

的认知资源投入 

我们发现, 在半自动化的加工阶段, 高水平承

诺诱发的 P2 波幅显著大于低水平承诺。前人研究

发现, P2 反映了个体对刺激或决策任务的注意力分

配(Bar-Haim et al., 2005; Carretié et al., 2001)。刺激

或决策任务对个体的意义或重要性越大, 他们对其



第 11 期 李  梅 等: 承诺水平与社会距离对信任投资的影响：来自行为与 ERPs 的证据 1867 

 

投入的注意资源越多 , 其诱发的 P2 波幅也越大

(Chen et al., 2011; Li et al., 2021; Wu et al., 2011)。

例如, Hu 和 Mai (2021)的研究发现, 在公平决策中, 

人们对自我获益较大的公平方案比自我获益较小

的公平方案投了更多的注意资源 , 诱发了更大的

P2 波幅。在当前研究中, 相较于低水平的承诺, 高

水平的承诺意味着自我的可能获益较大。因此, 个

体对高水平承诺比低水平承诺投入了更多的认知

资源, 诱发了更大的 P2 波幅。这一结果说明, 在半

自动化的加工阶段承诺水平影响了个体在信任行

为中的注意资源投入。 

4.3  社会距离削弱了信任行为中的认知冲突 

在 ERP 指标上, 我们发现,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高、低水平承诺条件下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N2 波幅

无差异;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低水平承诺

条件下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N2 波幅比高水平承诺条

件下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N2 波幅更负。N2 反映了决

策过程中的冲突监控和认知控制 , 决策所诱发的

N2 波幅越负, 表明个体在决策中所体验到的认知

冲突越强(Cui et al., 2018; Folstein & Van, 2008; 

Veen & Carter, 2002; Zhan et al., 2020)。这一结果说

明,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被试在高、低水平承诺条

件下所体验到的认知冲突无差异; 然而, 当承诺者

是陌生人时, 被试在低水平承诺条件下所体验到的

认知冲突显著大于高水平承诺条件。这一结果也与

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前人研究发现, 个体与陌生人

的情感连接较弱, 与陌生人互动时会更加关注自我

利益及所获得的回报 (Li et al., 2022; Nowak & 

Sigmund, 2005)。在当前研究中, 低水平承诺条件下

对方即使兑换承诺, 被试也只能在原有的 10 元本

金的基础上多获得 2 元的报酬, 其获益或回报较小; 

相反, 如果对方不兑换承诺或背叛, 被试会损失 10

元本金 (Chen & Houser, 2017; Montes & Zweig, 

2009; 杨雪 等, 2021)。信任他人意味着承担风险, 

尤其是面对陌生人(Thielmann & Hilbig, 2015; Wang 

et al., 2017)。因此, 低水平承诺条件下较小的回报

和可能面临的风险会使被试在做出信任行为时体

验到更强的认知冲突, 并诱发了更负的 N2 波幅。

此外, 高水平的承诺条件意味着可能的较大的回报

和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但前人研究发现, 人们在

一定程度上愿意为了较高的利益而承担较大的风

险(Defoe et al., 2015; Foster et al., 2009), 这种为了

高收益而愿意承担风险的倾向可能使被试在高水

平承诺条件下的认知冲突较小(Wang et al., 2017)。

因此,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低水平承诺所诱发的

N2 波幅比高水平承诺所诱发的 N2 波幅更负。如前

所述,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个体相信即使背叛可以

帮助朋友获得较大的收益 , 朋友也不会背叛自己 , 

他们对朋友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 (Wheeless & 

Grotz, 1977; Yuki et al., 2005; 张希 等, 2019)。故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 被试所体验到的认知冲突及

所诱发的 N2 波幅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上述结果

说明 , 在信任行为中社会距离对承诺水平的调节

作用可以体现在 N2 波幅上, 较近的社会距离可以

缓解低水平承诺条件下个体所体验到的较强的认

知冲突。 

4.4  社会距离调节了承诺水平对信任行为影响

的晚期认知加工过程 

本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陌生人, 承诺者是朋友时

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P3 波幅更大, 且承诺者是朋友

时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P3 波幅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被试在高水平承诺条

件下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P3 波幅比在低水平的承诺

条件下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P3 波幅更大。前人研究

发现 , P3 可以反映决策时人们的认知资源投入

(Nieuwenhuis et al., 2005)。此外, P3 还与社会决策

时个体的动机强度有关, 较大的 P3 波幅可以预测

人们较高的亲社会动机和随后参与亲社会行为的

可能性(Carlson et al., 2015; Li et al., 2022; Xu et al., 

2020)。例如, Carlson 等(2015)的研究发现, P3 波幅

越大, 个体的亲社会动机越强, 他们随后参与亲社

会行为的比率也越高。这些结果说明, 当承诺者是

朋友时, 无论是高水平承诺还是低水平承诺, 个体

信任行为的动机都较强; 而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 

个体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信任行为的动机大于低

水平承诺条件。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前人

研究发现, 相较于社会距离较远的陌生人, 人们更

注重与社会距离较近的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会将家

人和朋友等纳入自我概念中, 在社会互动中不仅会

考虑自我利益, 还倾向于将自己与朋友的共同利益

最大化(Campanhã et al., 2011; Zhu et al., 2007; 何

贵兵, 蒋多, 2013)。例如, Campanhã 等(2011)的研

究发现, 即使朋友的不公平提议让朋友获益多而自

己获益少, 个体仍倾向于选择接受不公平提议来让

朋友和自己都获益, 而不是拒绝此提议让双方获益

为 0。在当前研究中, 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被试在高

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意味着自己可能获得

28 元, 朋友也可以获得 12 元; 而在低水平承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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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做出信任行为虽然自己最多只可能获得 12 元, 

但朋友可以获得 28 元。如前所述, 人们在社会互动

中会注重自我与朋友的共同利益(Kwak et al., 2020; 

Li et al., 2020; Zhan et al., 2020)。无论是高水平承

诺还是低水平承诺, 被试只要做出信任行为就可以

让双方获益, 因而当承诺者是朋友时, 被试信任行

为的动机都更强 , 且其信任行为的动机及相应的

P3 波幅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然而, 人们与陌生人

的情感连接较弱 , 面对陌生人时只考虑自我利益 , 

倾向于将自我利益最大化 (Bohnet & Frey, 1999; 

Maner & Gailliot, 2007; Vekaria et al., 2017)。低水平

承诺意味着自己最多可能获得 12 元, 而高水平承

诺意味着自己可能可以获得 28 元, 即自我可能获

益更高。研究发现,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为了较

高的利益而承担较大的风险 (Defoe et al., 2015; 

Foster et al., 2009)。因此, 当承诺者是陌生人时, 被

试在高水平承诺条件下信任行为的动机大于低水

平承诺条件, 所诱发的 P3 波幅也更大。上述结果

均表明, 在信任行为中社会距离对承诺水平的调节

作用可以体现在晚期的精细加工阶段 , 具体来说 , 

人们在信任决策中不仅会考虑自我利益, 还会考虑

自己和朋友的共同利益, 无论是低水平承诺还是高

水平承诺, 其信任行为的动机都更强; 然而面对陌

生人, 个体则更多的考虑自我利益, 低水平承诺条

件下信任行为的动机小于高水平承诺条件。 

首先, 本研究丰富了合理信号理论的内涵和应

用场景。前人研究仅仅从信号者角度揭示合理信号

理论的内涵, 而忽视了接受者与信号者的关系视角

(Charness & Dufwenberg, 2006; Chen & Houser, 

2017)。本研究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 从信号者

(承诺水平)及接受者与信号者的关系(社会距离)视

角来揭示和拓展了合理信号理论的内涵。具体来说, 

当前研究发现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会共同影响人

们对信号的感知合理性。如果承诺者是朋友, 人们

倾向于将高、低水平的承诺视作是合理可靠的信号; 

然而, 如果承诺者是陌生人, 个体则会将低水平的

承诺视作合理可靠的信号, 而将高水平的承诺视作

不合理的诱骗信号。基于此, 合理信号理论可以应

用于解释不同社会距离的他人做出不同水平的承

诺时人们的信任行为, 这丰富了合理信号理论的应

用场景。其次, 本研究拓展了信任的研究领域。以

往关于信任的研究只单独考察了承诺及承诺水平

对信任行为的影响(Ma et al., 2015; 杨雪 等, 2021),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社会距离的他人做出不同水平

的承诺时信任行为的特点, 这一考虑更贴近真实世

界中的社会互动情景, 且本研究发现信号者和接受

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可调节承诺水平对信任行为的

影响 , 使得有关承诺水平与信任行为的研究得到

了拓展。最后, 本研究采用 ERP 技术探讨承诺水

平和社会距离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及其时间进程 , 

为揭示信任行为的认知加工过程提供了神经层面

的证据。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可以作为未来研究关

注的问题, 例如, 本研究只考察承诺水平和社会距

离对信任行为的影响 , 没有考虑信任者的人格特

质 , 未来研究可以考察社会价值取向或社会风险

性等人格特质如何与社会距离和承诺水平共同影

响 信 任 行 为 (Lambert et al., 2017; 王 沛 , 陈 莉 , 

2011)。其次, 本研究只考察个体在做出信任决策时

的大脑活动的时间动态特征 ,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

ERP 技术进一步考察承诺水平和社会距离如何影

响信任行为的结果评价过程, 例如向被试呈现朋友

或陌生人遵守或违背承诺的反馈, 考察个体如何对

这些反馈进行加工(Wang et al., 2016; 王益文 等, 

2017), 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反馈如何影响人们对不

同社会距离的他人的信任认知和信任行为(Shen & 

Ferguson, 2021)。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 ERP 技术从大脑加工的时间进程

角度, 考察了承诺水平和社会距离对信任行为的交

互影响。结果发现, 社会距离可调节承诺水平对信

任行为的影响, 当承诺者为朋友时, 人们会表现出

较高的信任行为, 且其信任行为及所诱发的 N2 和

P3 波幅不受承诺水平的影响; 然而, 当承诺者是陌

生人时, 人们在低水平的承诺条件比在高水平承诺

条件下表现出更高的信任行为, 且低水平承诺条件

比高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任行为所诱发的 N2 波幅

更负, 但高水平承诺条件比低水平承诺条件下的信

任行为所诱发 P3 波幅更大。另外, 承诺水平对信

任行为的影响也体现在 P2 波幅上, 高水平承诺比

低水平承诺诱发了更大的 P2 波幅。这些结果表明, 

人们对朋友和陌生人的信任行为是由不同的动机

驱动的。具体来说, 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行为是由

自我利益驱动的; 然而, 人们对朋友的信任行为可

以由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共同驱动。本研究从行为

和神经生理层面揭示了社会距离在承诺水平对信

任行为影响中所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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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tru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functio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in human society. Trust refers to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to hand 
over their resources to other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uncertainty. Based on rational signal theory, individuals 
tend to make social decisions (e.g. trust) according to perceived social information of others, such as social 
identity, gestures, language, and behaviors. Among these, trustees’ social identity and their promises are 
important social information that convey whether an individual is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onl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promise levels on trust decisions, or the effect social distance on trust decision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promise levels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o affect trust behaviors and its 
neural mechanisms.  

We adapted a Trust Game (TG) and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to examine the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 of promise levels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rust behaviors. In particular, participates were 
asked to choose whether to trust their friends and strangers when they made high and low-level promises while 
electroencephalograms (EEGs) were recorded. Within each round, participants were informed of the promiser 
and their promise. We adopted two promise levels from previous studies: high-level promises would return 28 
yuan (70%), and low-level 12 yuan (30%). The social distance includes both friend and stranger levels. The 
experiment consisted of 600 trials, including 150 trials for each condition.  

The behavior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the promiser was a friend,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invest 
and this was not affected by promise levels. However, when the promiser was a stranger,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invest when they were informed of low-level promises than high-level promises. The ERP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2 was larger for the high-level promises than for the low-level promises. More importantly, 
when the promiser was a stranger, the N2 was more negative when they were informed of low-level promises 
than high-level promises. Conversely, the P3 was larger when they were informed of high-level promises than 
low-level promises. However, when the promiser was a friend, the N2 and P3 amplitudes had no differenc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otivations of trusting behaviors toward friends and strangers are driven b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ndividuals trust friends more, and when the promiser is a friend, 
individuals can be motivated by the mutual interests of self and friends when making trust choices. However, 
when the promiser is a stranger, individuals are only driven by self-interest, and they do not care about strangers’ 
benefits when making trust choice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insight into how the brain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distance and promise levels on trust decisions, which broadens the previous insight into 
understanding trust behaviors. 
Keywords  promise levels, social distance, trust behavior, rational signal the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